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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

与治理效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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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人工智能与大学治理相遇后,数字化不仅成为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

化的客观要求,还成为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 根据大学制度的层级结

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建构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并借此模型着重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

治理效能转化机制 / 过程。 研究发现,在制度嵌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大学

治理随着大学制度外显性的不断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

和渗透力也就愈加微弱,由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

能的不同转化和提升机制: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越低,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低,治
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越显著,大学具体制度

得以更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愈容易借助“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化程度越高,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高,治理

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越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其所依靠的(部

分)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被替代 / 更迭的速度越慢,而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走上

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为此,一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

效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部分)决策性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大

学具体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
另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带来的潜在危险,充分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

性,避免过度技术化而导致大学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无限拓展和无序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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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每一次技术的创新与颠覆,都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

刻的影响,推动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进步。 就本质而言,技术形态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从根本上决定

了社会发展形态和大学治理形态(生产关系要素)的变迁。 这种变迁归根结底源于技术一直朝着“一

切皆可数据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而且这种数据化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问题(包括教育治理问

题)转化为数据问题[1] ,通过将问题域由现实空间转移到虚拟空间来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并借助

“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正如弗莱科斯纳所言:“大

学的明智的变化———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所作的变化。” [2] 因此,在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的新形势下,大学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大学根据技术的变革而做出及时响应,否则现代大学治理

就难以支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识力量。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大学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关键作用,而大学治理与

国家治理的同构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下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大学治理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 已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项“赋能”技术,正推动社会各领域(包括教育领域)不断走向

数字化(数智化) [3] 。 当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治理相遇后,必然涉及两个维度的研究:人工智能技术

赋能教育治理研究(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和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治理对象的研究[4-5] 。 前

者侧重分析在教育治理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影响,包括治理逻辑、治理主体、应用场景、治理效

果、实现路径等方面[5-9] ;后者侧重分析如何规范和管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治

理实践中的应用风险、技术伦理及其制度性规制[10-13] 。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治理相融合还需

要通过正式制度 / 规范起作用,形成一种基于“技术—制度”的协同机制[14] 。 然而,在实践中,人工智

能技术的制度供给(伦理准则)明显迟滞于治理实践[9,15] ,人工智能教育治理并未达到预期的实践成

效,领导决策者和一线教师对智能应用的采纳意愿和价值认同普遍偏低[16] 。 具体到大学治理领域,

数字化是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推动大学治理走向智慧性、整体性、动态性、协同

性和透明性[17] ,改变传统大学治理形态[18] ,颠覆变革组织管理与效果评价[19] 。 然而,在现阶段人工

智能技术赋能下,大学治理虽然呈现智能挖掘数据信息和知识、智慧提供备选治理方案、系统优化具

体治理行为等技术优势[20] ,但由于现有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是一种政府理性指导下的

“确定性治理”的基础架构(引导性制度供给与规制性制度供给并重①),容易导致人工智能技术治理

制度供给存在多重困境[21] 。 在治理决策方面,尽管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改变决策情境、达成决策共识

并提高决策效率,但其也对决策者的管理经验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2-23] ;在治理结构方面,存

在治理主体参与不足与功能缺位、治理结构行政主导与垂直领导以及纯粹依赖技术治理等现实问

题[20]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未来大学治理要坚持数据驱动[24-25] ,通过重构数据治理的制度伦理空间,

拓展基于技术升级的开放应用可能[26] 。 可见,当下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与大学治理融合发展的研究多

聚焦于大学治理的技术应然层面和伦理维度[27] ,而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影响和赋能大学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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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导性制度供给主要体现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产业应用的顶层规划指引中;规制性制度供给主要体
现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通过实施“部门管理办法、技术标准和指
南、法律规范”等来规范技术发展。 其具体的发展状态及其解释性文本可参见:贾婷,陈强. 三重逻辑下 AI 技术治理
制度供给质效提升研究[J] . 科学学研究:1-16. DOI:10. 16192 / j. cnki. 1003-2053. 20231016. 005.



(尤其是影响的方式、手段、中介和桥梁)却很少涉及。
   

为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赋能大学治理的,并使治理效果更加

显著,大学制度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大学治理手段是如何与传统大学

治理理念相抵触的,为什么会抵触,即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下的大学治理会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

要想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进行逻辑推演,还要充分考虑现代

大学的组织特性和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否则单纯地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治理的影响无疑是

片面的和孤立的。

二、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的融合逻辑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第三次热潮涌现以来,其火热程度与日俱增,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与前

两次技术研发热潮不同,第三次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热潮中技术研发与产业、工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

切[28] 。 尽管我们对未来不能进行精准地预测,但毫无疑问,“参考现有的框架,考虑正在逐步普及的

技术,那会让我们找到更好的方向感。 虽然我们还是有可能错过下一次变革,但至少可以跟上现有技

术的发展步伐” [29] 。 就目前技术的发展阶段而言,人工智能仍处于技术发展的突破期,技术的发展前

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主要依赖三大要素的互相作用:大数

据、硬件的发展以及“软件”部分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兴起[30] ,由此决定了现有人工智能技术的

优势在于单一事项中规则明显、可标准化流程事务的处理方面,人类的优势则在于其通用性[31-32] 。

换言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总体上依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仅能

在数字化程度(包括可数据化、结构化和程序化等方面)较高的领域发挥绝对优势,而对于具有高决

策力、创意力以及复杂环境下人工智能的智慧程度远不及人类,需要充分发挥人类的创新创造能

力[33] 。 所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大学治理领域,首先要考虑技术在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否则探讨

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就会被束之高阁。
   

从组织视角看,现代大学是兼具学术组织、科层组织、政治组织和企业化组织形态的复杂性组

织[34] ,其治理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大学组织的良好运作不得不考虑技

术的影响,更何况技术向“一切朝向数据化”发展的趋势决定了现代大学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借助技

术的强大力量,推动治理走向日常化、形式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也是解决治理实践中经常出现因人

情、关系而影响治理效能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效应

过程中,还必须考虑现代大学组织的特性,尤其是现代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根本属性。 为此,结合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可将涉及大学治理的领域划分为 3 种类型:常规

性治理,指向数字化程度高的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创意性治理,指向数字化程度低的治理领域和治

理事项;决策性治理,介于常规性治理和创意性治理之间,既包括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治理领域和治理

事项,又包括数字化程度较低的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18] 。
   

在讨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过程中,大学制度这一关键要素不可忽视。 在大学治理与

大学制度的辩证关系中,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基础,大学治理是大学制度的体现与展开。 从这个视

角上看,人工智能技术与大学治理的内在关系是由大学制度这一中介或桥梁架构的,其中技术只是基

础和手段,制度才是决定治理成效的根本[14] 。 制度又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前者强调规则

和程序在治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旨在通过规则和程序实现治理结果可控、可预见,从而降低运行成

本、提升治理效率;后者强调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沟通、协商、妥协、折中、退让等治理手段来解决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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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问题,其治理结果不可控、不可预见甚至无效果,且治理周期长、治理成本高。 此外,从正式制度

的层级结构看,正式制度又可以分为基础制度(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与政府的制度设计及法律规

定)、基本制度(是大学与政府、社会充分互动的结果,是依据基础制度来设计与安排的关于大学治理

规则与程序的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学校内部的规章、政策、条例等,是大学自主决定设计的)3 个层

级[35] ,大致分别对应大学治理的宏观层面(创意性治理,特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色塑造方面,

包括高校法人制度、教师人事制度等)、中观层面(决策性治理,包括行政执行制度和学术管理制

度等)和微观层面(常规性治理,指向具体的规章、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如学籍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

度等) [36] 。
   

以上 3 个视角的融合,以及各种对应关系的基本建立,间接反映了现代大学治理随着大学制度的

外显性程度的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就愈加微弱,由此

也就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一方面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

极效应,即大学治理的复杂程度越低,制度化建制的层级越低,受技术的影响程度就越强烈;另一方面

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即大学治理的复杂性程度越高,制度化建制的层级越

高,受技术的影响程度就越微弱(如图 1)。

图 1　 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治理领域的应用,还需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技术与大学治理融合发

展的适切性问题,即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存在的抑制效应并不单纯指向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

理领域的渗透和影响,还表现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治理领域都可以接受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和渗透。

所以,本研究所涉及的抑制效应实际上还包含大学治理特性本身抑制人工智能技术渗透的意思,即人

工智能技术与大学治理只有在能够相互赋能和渗透的情境下,二者的融合才是适切的、高效率的,否

则就会存在矛盾冲突乃至相互抑制的情形。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更多层面上,该解释模型的建构

是一种逻辑推演结果,仅是一种理想类型,与现实的大学治理实践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可以确定的

是,该分析框架的建构,无疑可以为后文的有效展开提供蓝图和依据,也为我们后续更好地理解制度

嵌入下人工智能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和治理结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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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的多重效应及其效能转化
   

人工智能技术与大学治理之间是双向赋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优势提

高大学治理效率,转变大学治理理念,为治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与技术保障,打造更为信息化、智慧化

的教育生态环境,为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学丰富的场域

资源(包括学术资源、科研资源、后勤资源等)来检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在不断调整与改

进中反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乃至颠覆性发展,同时也在大学治理实践行动中为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做出先验反馈与典型示范[37] 。 具体到本研究,制度

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具有多维性,由此也就带来了大学治理效能的差异性。 一方

面,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治理领域的渗透,有助于提高大学治理的效果,降低治理运行成本,推动大学

治理赖以存在的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治理领域的应

用,也可能会抑制大学治理特色的建构,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所产生的多

重效应及其带来的治理结果不一,所以我们在治理实践中需要因时而动、因事而变、因地制宜,做到大

学治理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大学治理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大学治理的价值

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38] 。
   

(一)大学制度的层级性结构: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制度体系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果的多

维性
   

从层级结构来看,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包括基础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 其中,基础制度是基

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基础,是一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是基础

制度的展开和体现,没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基础制度就只能是一种“文本”的静止存在,而无任何

现实治理意义[35] 。 换言之,基础制度的有效实现,依赖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精细化发展和程序化

建制。 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制度体系的影响,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很显然,

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制度体系的影响也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具有多维性特点(见表 1)。

表 1　 人工智能对大学制度体系的影响

制度结构 制度特征
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

数据化 程序化 结构化

制度体系

基础制度 根本性、永久性 × × ×

基本制度 稳定性、适应性 ×&
 

√ ×&
 

√ ×&
 

√

具体制度 有效性、完整性 √ √ √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具体制度主要发挥积极效应,其功能在于推动大学具体制度的精细化

发展,并借助具体制度的不断完善,提升大学治理效能,提高治理效果。 大学具体制度具有有效性和

完整性的制度特征。 所谓有效性,就是大学具体制度的建设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强调制度建设对于

大学常规性治理实践的有用性和价值性;所谓完整性,是指大学具体制度的设计涵盖面广且流程完

备,各种事项的处理都有相应的制度文本规范、处理流程规范和治理结果,是各种具体规章制度、政策

和文件的集合。 事无巨细是大学具体制度的总体特征,现代大学中各种常规性治理都要据此而完成。

所以,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大学治理所依据的具体制度需要更加注重精细化发展,积极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强大力量,将常规性治理的主体由人转向智能机器(设备),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之于大学

常规性治理的全面赋能,从而节省人力资本,降低治理运行成本,提高治理效果,提升治理效能。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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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此层面上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然而,尽管通

过制度的精细化发展能够有效避免人情、关系的钳制,但过于精细化的制度建设也会带来制度文本的

规模性生产、运作流程的繁复性以及治理结果的程式化,导致治理过程缺乏人情关怀和弹性空间。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基本制度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基本

制度的影响主要发挥积极效应,其功能是推动大学基本制度的标准化建设,但有时也会产生抑制效

应,致使大学基本制度更迭速度变慢。 这是由大学基本制度的内在属性决定的。 基本制度具有稳定

性和适应性的制度特征。 稳定性指大学的基本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不变的,并不会随着治理实

践的变迁而随意更改,基本制度之于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这种稳定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

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和规制起到抵制作用,进而阻碍大学基本制度的更新换代速度。 也正是由

于这种稳定性的存在,才使得现代大学的核心特质未被全部同化,而保有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价值。

适应性是指大学基本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必须具备明确的规则与程序,以适应治理实践的发展需求。

这种适应性,尤其是规则和程序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和积极效应发挥提供了嫁接

的土壤。 因此,在大学治理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基本制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注重

大学基本制度的标准化建设,更加注重规则和程序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要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

性,不能盲目地一味追求制度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的更替,而忽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质属性。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基础制度主要产生抑制效应,不能过度追求基础制度的标准化建设。

大学治理涉及的基础制度,是关于大学治理的最基础和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反映大学治理特性的核

心制度设计,具有根本性和永久性的制度特征。 根本性是大学治理之所以是大学治理的核心之所在,

丧失了基础制度,大学也就不再是大学了。 永久性是指大学自产生之后便拥有的治理秉性,如大学自

治、学术自由、学术中立等,只要大学还是大学,这种治理理念就会永久存续。 因此,大学治理的基础

制度设计并不由大学来安排,而受制于一国的政体、政策以及法律的规制。 这种最能体现一国高等教

育治理特色的制度安排,受到数据化、程序化和结构化的影响较弱,否则一国大学治理的基础制度设

计就会丧失其本土的特色和底色。 这也是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对大学基础制度产生积极效应的原因所

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赋能和渗透下,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基础制度的影响也

并不是不存在颠覆的可能,即在某些核心技术突破后,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对大学基础制度产生积极作

用,促进基础制度的更迭,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
   

(二)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提升

的转化机制
   

大学治理分为大学内部治理和大学外部治理。 大学内部治理强调大学内部人员的协商与共治,

大学外部治理则突破了大学内部人员的参与局限,外部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企业行业、

第三方组织等)纷纷介入大学治理实践,这种内外部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大学治理,使得大学治理实

践的复杂性不断加强。 由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过程中,技术的赋能是有限度的,其赋能

程度也会根据治理结构(主要指涉治理主体)的复杂程度而定,即治理领域涉及的利益主体越多元,

治理场域或情境越复杂,技术的赋能和渗透就越微弱。 相反,治理领域涉及的利益主体越单一,治理

场域或情境越简单,技术的赋能和渗透就越全面。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对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治理事项主要发挥积极效应,更容易借助“技术—制

度”的协同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很大程度上,大学内部治理涉及的主体、场域和情境

都相对简单,多指向大学治理的微观层面和常规性治理领域,包括学生学籍管理、贫困生认定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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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基础数据管理等方面。 正是由于微观层面的内部治理事项都比较具体,可结构化、数据化和程序

化的程度很高,现实中又有明确的正式制度的支持,因而也更容易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和渗透。 例

如,浙江大学为提升师生员工的就餐体验,通过技术应用实现了精准计量、自助结算和刷脸支付[39] 。

作为智慧校园的一部分,浙江大学此举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后勤管理中的应用,还适应了

现代大学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的需要,为师生提供了更为便捷、有趣、健康的就餐体验。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对中观层面大学治理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哪种

类型的大学制度起主要作用。 如果是正式制度起主要作用,同人工智能技术对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

治理主要发挥积极效应一样,人工智能技术对中观层面的大学治理也主要发挥积极效应,可以借助

“技术—制度”的协同机制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反之则发挥抑制效应。
   

一方面,由于中观层面大学治理的主要活动场域依然发生在大学内部,治理依据仍以正式的具体

制度和基本制度为主,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以积极渗透为主。 例如,近几年尤其是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高校均积极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将大学师生员工与外部社区以及其他组织成

员相区分,使得疫情更可控。 再如,各高校还通过各种在线媒介,加强大学内部师生员工之间的联系

与互动,将大学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从线下搬到线上,实现了“停课不停学”;通过视频会议、线上学

术研讨会等方式推动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及时互动,大学与大学、政府、社会、市场、行业企业等

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中断,反而因为技术的应用而更加透明化、公开化。 这些治

理实践都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大高校管理事务的应用,是高校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和新兴技术手段

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化努力———由传统的基于人治的管理制度转向基于技术赋能的管理制度,而且此

种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够为大学治理实践提供更多的积极效用,包括运作成本更低、过程更加透明、治

理效率更高等。
   

另一方面,在中观层面的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正式制度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尤其

是指向学术治理领域的问题,如教师职称的评聘等,由此也就为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及其效用发挥提供

了操作空间。 针对此类治理,正式制度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反而非正式谈话、做思想工作更有效。

例如,在大学教师评聘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论资排辈” “会哭的娃有奶吃”等异化现象,实际上就反映

了大学治理实践并不能完全按照正式制度的预先设定而运作,在正式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充分

考虑被治理主体———“人”及其活动的复杂性。 所以,在中观层面的大学内部治理中,不能忽视非正

式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其效用的充分发挥有时更能体现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质属性。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对宏观层面的大学外部治理主要产生抑制效应。 当大学治理由微观层面走

向宏观层面,其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更加多元、治理场域 / 情境更易多变,治理的复杂性也就更大,由

此也就很难完全依赖正式制度的精细化来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理论层面看,大学治理是动

态的,大学制度是静态的,实践中静态的制度文本的变化速度很难匹配动态的治理实践的变迁速度。

所以,大学治理如果一味地强调正式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就容易忽视现代大学兼具学术机构与大型社

会组织机构的双重组织属性,致使大学治理走向歧途,偏离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存在。 当然,不可否

认,随着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对宏观层面大学外部治理的影响还存在潜在的积

极效应,但这种潜在效应能否在大学治理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取决于大学是否有意愿接受新的

技术突破带来的治理影响,以及大学是否有能力承接这种新技术。
   

所以,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微观层面以及部分中观层面的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应积极运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绝对优势,通过“技术—制度”的协同机制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 而对于不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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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程序化、数据化和结构化的宏观层面以及部分中观层面的大学外部治理领域,则应在发挥技术

优势的基础上,借由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运用,坚持多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并在一定保障条件

下维持和容忍大学治理中的模糊性[40] ,以避免过度应用技术而造成大学治理的泛化和异化,以及因

人情、关系而致使制度执行的变形、变异和错位(见表 2)。

表 2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大学治理的结构及其维度

治理主体 治理依据 治理领域 治理结构

微观层面 内部人员 正式制度 常规性治理 以内部治理为主

中观层面 内部人员为主,外部人员为辅
正式制度为主,非

正式制度为辅
决策性治理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相结合

宏观层面 外部人员为主,内部人员为辅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相结合
创意性治理 以外部治理为主

　 　 (三)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大学治理领域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

的转化过程
   

由前文可知,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大学治理领域(常规性治理、决策性治理和创意性治理)的影

响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具体发挥什么效应,主要取决于该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的智能化(数字化)程

度。 总体而言,由于常规性治理领域更容易被数字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其影响结果更趋向积极效

应和效能转化。 相反,由于创意性治理领域不易被数字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其影响结果更加趋向

抑制效应,但由此也可能会为人机协同共同治理和决策机制的形成带来更为广阔的融合空间和场域。

由于决策性治理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具有更为复杂的属性,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决策性治理的影

响结果也具有双重效应,其治理效能的转化与提升主要取决于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见表 3)。

表 3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大学治理领域的分类及其指向性

常规性治理 决策性治理 创意性治理

技术的影响程度 高 中 低

数据化程度 高 中 低

结构化程度 高 中 低

程序化程度 高 中 低

规则简易程度 易 中 难

治理主体 智能设备(终端) 人机合作 人

治理依据 数据、正式制度、程序智能 数据、正式制度、个体经验

数据,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个

体的综合素养、专业技能和创新创

造创意能力

治理目标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将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科学决策 / 最优决策 决策优化 / 创意改善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常规性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主要发挥积极效应,更易将治理问题转化

为数据问题,并借由技术优势而大大提升大学治理的效能和效率,从而产生数据治理的规模效应和溢

出效应。 由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呈现明显的高数据化、高结构化和高程序化的发展特

征,因而更易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和渗透。 在治理实践中,常规性治理的规则清晰、流程明确、结果

可知,预示着可以通过技术的可视化功能和程序性设定,将治理主体由人转向智能设备(终端),从而

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例如,在贫困大学生的认定与资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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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挖掘、预测与分析来进行有效决策[41] 。 重庆邮电大学利用学生精准

资助管理系统来区分贫困学生与非贫困学生以及贫困等级,其识别精度达到 90% 以上,实现了学生

精准资助管理工作的智能化、透明度和科学化[42] ;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通过“暖心饭卡”项

目,实现了对贫困生补贴对象和金额的“精准扶贫” [43] 。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决策性治理领域和治理事项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其治理效能的转化

与提升主要取决于治理事项的可数字化程度。 鉴于决策性治理领域既具有可数据化、程序化和结构

化的部分,又具有不可数据化、程序化和结构化的部分,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其影响结果也具有双重

性。 按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大学决策的实现,必然是在智能 / 数据洞察下的决策:一种是

仅仅基于数据,将相关的决策选择送到我们眼前,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另一种是在数据的驱动

下激励决策者做出更加优化的决策行为,实现基于数据和个体经验的最优决策。 由此,未来大学决策

权将会发生转移———你不是自己在做决策,而是在数据的驱动下,逐渐从人转向机器[44] ,真正对大学

决策起作用的是蕴藏于院校内部的数据资源和决策者的综合素养,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让大学决

策者从数据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决策性治理影响的双重效应,决定了其

治理主体不再局限于人而走向人机竞合,由此也会带来“技术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变迁[3] 。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创意性治理领域主要产生抑制效应,人在复杂的治理事项或重大决策

面前,其治理经验、专业技能及决策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大学的创意性治理领域多指向决策优化或创

意改善,更多指向决策者的综合素养、专业技能和创新创造创意能力,因而受数据化、程序化和结构化

的程度较低,由此也就不易受制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提升

决策者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在数据素养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未来,人类向智能机器学习将会是

人类创意的源泉之一,由此也就为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的创意性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效应提供了广

阔的融合空间和实践场域。

四、结　 　 语
   

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具有多重效应,既有正向的积极效应,又有负向的抑

制效应;既存在治理效能的提升与转化,又存在治理趋同的潜在风险和路径依赖。 人工智能技术在大

学治理实践中如何发挥效应,以及发挥怎样的效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综合考虑大学制

度的层级性结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

学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提升,既需要依靠治理的中介桥梁(各种各样的大学制度)形成基于“技

术—制度”的协同机制,又要充分考虑治理结构的复杂程度尤其是不同治理领域能够数字化的程度,

如此才能在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和渗透有的放矢。 所以,在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

对大学治理的多重效应和治理效能转化与提升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因为现代大学治理的复杂

性,决定了其治理效果的实现不能只考虑外部环境,尤其是技术环境变迁带来的重大影响,还要考虑

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和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
   

此外,在现代大学治理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还需要警惕对数字化或数据的过分崇拜和盲目自信。

将这种过分强调规则、程序和结构的标准化的技术工艺应用到大学治理实践中,容易出现诸如大数据

驱动下数据的可信度和伦理问题、现代大学的制度化努力与价值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之间的

疏离感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健康等问题[18] 。 所以,在大学治理实践中,既不能盲目地追求技术所带来

的便利和效率,也不能将技术的渗透和影响抛诸脑后,而应根据现代大学治理的实践,以问题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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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和人类智慧的发挥,基于数据和经验两条路径,以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

善治、共治和共赢,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赋能为大学治理实践尤其是学科治理及其研究范式转

型提供新动能[45] 。
   

一言以蔽之,现代大学治理既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又要避免其负

向效应的扩张,通过人机的竞合提升现代大学治理的效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推进大学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恰如约翰·弗兰克·韦弗所说:“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仅有潜

力为我们提供必要的食物、衣物、庇护和娱乐,还将再造人性( rehumanizing)而不是去除人性(dehu-

manizing)。” [46]换言之,技术的智能性程度越高,越需要发挥人性的光环,将之应用到现代大学治理

亦如此。 该观点也为一项研究所证实:“大学如果使用人工智能,将获得有效的优势;同样,也必须牢

记教育基本上是基于人的努力,它基本上不依赖于技术解决方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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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ets
 

university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becomes
 

not
 

only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level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hi-
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the
 

complexity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digitali-
zation

 

of
 

governance
 

matters,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universi-
ty

 

governance
 

under
 

institutional
 

embeddings
 

was
 

constructed,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i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transformation.
 

Re-
search

 

has
 

found
 

that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nology,

 

modern
 

university
 

governance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lex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degree
 

of
 

exter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s.
 

In
 

this
 

gradual
 

process,
 

the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echnology
 

also
 

become
 

weaker,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s
 

of
 

gov-
ernance

 

efficiency:
 

the
 

lower
 

the
 

complexity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the
 

low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s,
 

the
 

higher
 

the
 

digitalization
 

of
 

governance
 

field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easier
 

it
 

is
 

to
 

leverage
 

the
 

“ technology
 

system”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o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al
 

ad-
vantage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
 

higher
 

the
 

com-
plexity

 

of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high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in
 

the
 

governance
 

field.
 

The
 

more
 

obviou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the
 

less
 

likely
 

it
 

is
 

to
 

replace / update
 

( some)
 

basic
 

institutions
 

and
 

basic
 

institutions
 

it
 

relies
 

on,
 

and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assimilation,
 

and
 

the
 

easier
 

it
 

is
 

to
 

rely
 

on
 

imitating
 

the
 

path
 

of
 

Western
 

university
 

system
 

establishment.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fully
 

leverage
 

its
 

positive
 

role
 

in
 

routine
 

and
 

( some)
 

decision-making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refin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pecific
 

and
 

basic
 

university
 

system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e
 

vigilant
 

about
 

the
 

potential
 

danger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ring
 

to
 

university
 

governance,
 

fully
 

considering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avoiding
 

excessive
 

technicalization
 

that
 

leads
 

to
 

infinite
 

expansion
 

and
 

disorderly
 

gene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governance;
 

university
 

system;
 

governance
 

structure;
 

edu-
cation

 

digitizatio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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